
 

 

环境和努力孰重孰轻？
—中国高等教育获得数量与质量不平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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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包含学龄期努力指标的 2008 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在机会

不平等分析框架下，利用 Gini 系数测算了我国高等教育获得数量和质量的不平等程度，运用

Shapley 方法研究了努力和环境因素对我国居民高等教育获得数量和质量的相对贡献及其长期趋

势，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增减变量的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第一，与努力因素相比，

环境因素不论对高等教育获得的数量还是质量的贡献都相对更大，说明我国高等教育获得仍然存

在一定的机会不平等问题。第二，努力因素在高等教育获得中的作用，质量作用大于数量作用。第

三，在环境因素中，家庭文化因素、家庭经济因素和区位因素在高等教育获得数量和质量中的作用

都较为明显，其中家庭文化因素的影响最大，并且家庭文化因素在高等教育获得质量中的作用更

大。从区位视角看，中部地区的群体在高等教育机会竞争中处于劣势。第四，通过不同年龄组的对比

分析，发现全国统考制度比推荐制度更有助于高等教育公平的实现，而高校扩招政策福利并未公平

地分配到不同的群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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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式之一，不仅是改变劳动者自身境况的重要途径（张东辉和

司志宾，2007），也是打破阶层固化、提高阶层流动性的重要渠道（张明等，2016）。当教育严重不公

平时，就可能会导致教育成为锁定阶层的工具，从而加剧社会阶层固化（李煜，2006）。我国政策

制定者高度重视教育公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推进教育公平”。可以说，教育公平是

现代化的基本诉求，并且教育公平问题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全民教育、终身教育、补偿教育等许

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息息相关。

随着我国义务教育的不断普及，高等教育对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变得愈发重要，一个人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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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高等教育、能否接受优质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其能否获得一定社会地位或职业的重要前提

条件（Blau 和 Duncan，1967）。因而在当下中国，高等教育的公平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

什么是高等教育公平？根据 Roemer（1998）提出的分析框架，任何结果都是由两类因素决定的：环

境（Circumstances）和努力（Efforts）。环境是指个体不可控，从而无法为之负责的“非责任变量”，

如家庭背景等，对应结果不平等中的“不公平”部分，即机会不平等；努力是个体可以控制，从而

应该为之负责的“责任变量”，如个人的选择和行为，对应结果不平等中的“公平”部分，即努力不

平等。因此，高等教育公平并不是指结果上受教育程度的绝对平等，而是指高等教育的获得主要

取决于个人的努力，而非个人所处的环境。为此，本文重点研究以下四个问题：（1）环境因素和努

力因素在我国高等教育获得中究竟孰重孰轻？（2）环境因素和努力因素在高等教育获得的质量

上的贡献与其在数量上的贡献是否相同，并且有何变化趋势?①（3）不同类型环境因素对高等教育

获得的影响有何差异？（4）高考政策的变迁对我国高等教育获得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已有关于各种因素对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影响研究主要有：（1）从社会制度角度。这类研究

通过横向对比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高等教育机会，或纵向对比一个国家不同阶段的高等教育机

会的分布，发现意识形态和政府相关政策的变动会导致教育不公平的弱化或增强（Shavit 和

Blossfeld，1994；Deng 和 Treiman，1997；应星和刘云杉，2015）。（2）从地区发展角度。这类文献认为

城乡二元结构对社会公平问题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高等教育

获得机会的城乡差距（Peragine 和 Serlenga，2008；李春玲，2010）。（3）从家庭背景角度。社会经济

地位越高的家庭，越需要在代际传递过程中，维持其优势地位。随着教育对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中

重要性的日益提高，家庭背景的优势将通过教育，转化为子女的以高等教育为表现的人力资本。

因此，高等教育机会受家庭特征的影响（Keane 和 Roemer，2009；赵颖，2016）。

不过已有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对高等教育获得影响的变量基本都是个人无法控制的

变量（即环境因素），而鲜有引入努力的相关变量；二是主要考察各因素对高等教育获得数量上

的影响，而较少考虑对高等教育获得质量上的影响；三是更多关注单一环境因素对高等教育获

得机会的影响，而鲜有关注各类环境因素对高等教育获得的相对贡献的大小。因而，本文试图从

以下三点进行突破：（1）将努力因素纳入高等教育获得的研究框架中；（2）在高等教育获得数量和

质量两个层面上研究环境因素和努力因素的作用；（3）利用基于回归的 Shapley 分解方法，计算出

各因素在整体和不同阶段中对高等教育获得差异的贡献，并考察其在不同阶段中的变化趋势。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CGSS 数据由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国各地学术机构共同执行，调查范围覆盖

了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除海南、西藏、青海及港澳台），经过严格科学抽样，以结构化访

谈形式，抽取出生于 1910—1990 年的受访者以获得调查资料。相比于其他数据库，中国综合社

会调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对受访者学龄期家庭情况的调查更为全面，所以针对

高等教育获得研究而言，CGSS 数据更适合。本文采用 2008 年 CGSS 数据的关键原因是该年度调

查问卷中涉及一些学龄期个人努力和个人所获得的高等教育质量相关的问题，但在其他年份中

并未进行该项调查，而这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之一。

（二）变量定义。首先，本文的因变量（P）包括两个：一是个人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二是在接

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中，个体是否接受了优质的高等教育。根据调查问卷关于个人教育程度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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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谓数量是指是否能够获得高等教育，而质量则是指获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如普通高等教育或优质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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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设计，并按照教育部对高等教育的内涵界定，本研究把问卷中的三类学历（大学专科（正规高等

教育）、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研究生及以上）视为高等教育，其余为非高等教育。根据以上

标准，有 616 个受访者的教育程度为高等教育，占总样本的 10.3%；其余 5 384 个受访者则未接受

高等教育，占总样本的 89.7%。在问卷中，高等院校被分为了五个等级−教委直属高等院校；

中央或国家部委所属高等院校；省属高等院校；地区所属高等院校；其他全日制高校。在本文研

究中，我们将前两者归为较好的一类高等院校。①在这 616 个正在接受或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

受访者中，有 117 个个体进入了较好的高等院校，占有效样本的 19.0%；其余 499 个个体进入了普

通的高等院校，占样本的 81.0%。其次，努力变量（E）的选择。根据问卷，我们选择了 D1-1、D1-2、

D1-3、D1-4、D1-5、D1-6 和 D1-10 这 7 个问题作为个人努力程度的代理变量。这 7 个问题的答案

都是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和无法选择，将其依次赋值为 5 至 1，数值越大越努力

并将这 7 个变量依次命名为努力 1、努力 2、努力 3、努力 4、努力 5、努力 6 和努力 7。再次，环境变

量（C）的选择。根据已有研究（靳振忠等，2018）和数据可获得性，将环境变量分为宏观环境变量、

家庭环境变量和个体特征变量。其中：宏观环境变量包括城乡、地区和社会制度；家庭环境变量

包括学龄期父母就业情况、学龄期家庭所处经济社会地位、父母的教育程度和是否为独生子女；

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和民族。

对具体变量的定义，城乡变量指学龄期个体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并通过其户籍类型进行

判断，以农业户口代表农村，其他代表城市。我们根据户籍变动的原因、途径等信息对数据进行

了调整，以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对地区变量，本文以其户籍所在地区作为地区的代理变量，根据

国家统计局标准将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

关于制度因素，本研究主要关注高考制度的变化，但是制度因素本身难以直接衡量。不过我

国高考制度改革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比如 1952 年实行全国统考、1966 年至 1969 年这三年大

学不招生，1970 年至 1976 年上大学实行推荐制、1977 年恢复高考和 1999 年高校扩招。因此我们

可以在研究过程中，将个体所处的时期作为社会制度因素的代理变量。在本文所使用的样本中，

重要高考制度变革主要是后三个。大体来说，50 后群体主要是经历了停止高考和推荐上大学这

一重要的制度变革，40 后和 60 后群体经历过全国统一高考，而 80 后群体则基本经历了高校扩

招，有了更多上大学的机会。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对比不同年龄群体中环境和努力因素在高等教

育获得数量中相对贡献的变化情况，来考察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对高等教育获得机会数量上的影

响，②以及高校扩招对高等教育获得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影响。

关于父母的教育程度，我们根据已有文献的做法，将其分为未上过学，接受过小学或初中教

育，接受过高中、高职等中等教育，以及接受过高等教育四种类型。关于学龄期父母的就业情况，

我们将根据受访者 14 岁时父母就业状况分为未就业、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三种类型。由于父母

就业本身无法客观反映家庭社会经济状况，于是我们采用“14 岁时家庭所属层级”的答案作为家

庭经济因素的第二个代理变量。参考靳振忠等（2018）的做法，我们将样本分为−底层、中低

层、中上层及上层，其中评分 1 至 3 为上层、4 至 6 为中上层、7 至 9 为中低层、10 为底层。此外，

我们还将个人是否是独生子女作为另一项家庭因素。

性别变量的回答分为男性和女性，民族变量的回答分为汉族和少数民族。

（三）描述性统计。由于所有的环境变量都是二值离散变量，因此均值即为具有该环境特征

的个体所占比重。由表 1 均值列可以发现，在获得高等教育的个体中，有 61.6% 来自东部地区，

74.4% 来自城镇，父母的整体教育水平更高，父亲非农就业的比重达到 75.6%，母亲非农就业的比

靳振忠、严斌剑、王    亮：环境和努力孰重孰轻？

① 当然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更加丰富，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仅从高校行政归属这一角度进行研究。

② 此处之所以不考察高等教育获得质量，有由于 40 年代至 60 年代出生的群体获得高等教育的样本量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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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达到 55.5%，来自底层的个体仅占 7.3%。相比于全体样本，在获得高等教育的样本中，个体的

环境特征更加相似，因此我们初步推测努力因素在高等教育获得质量中的贡献可能会大于其在

高等教育获得数量中的贡献。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描述
高等教育数量 高等教育质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努力变量

努力 1

取值范围 1 至 5，数值越大则努力程度越高

5 998 3.725 0.959 616 4.081 0.629

努力 2 5 998 3.836 0.920 616 4.121 0.564

努力 3 5 999 3.784 0.956 616 4.113 0.611

努力 4 5 999 3.560 0.982 616 3.849 0.761

努力 5 5 999 3.625 0.981 616 3.972 0.640

努力 6 5 998 3.496 0.990 616 3.712 0.760

努力 7 5 999 3.468 1.017 616 3.800 0.776

宏观环境

变量

东部 1 为东部，0 为其他 6 000 0.390 0.487 616 0.616 0.486

中部 1 为中部，0 为其他 6 000 0.340 0.473 616 0.183 0.387

西部 1 为西部，0 为其他 6 000 0.270 0.444 616 0.199 0.400

城乡 1 为农村，0 为城镇 6 000 0.584 0.492 616 0.256 0.437

家庭环境

变量

父亲教育 1 1 为未上学，0 为其他 5 999 0.417 0.493 616 0.108 0.311

父亲教育 2 1 为上过小学初中，0 为其他 5 999 0.431 0.495 616 0.459 0.498

父亲教育 3 1 为接受过高中、高职等中等教育，0 为其他 5 999 0.113 0.316 616 0.336 0.472

父亲教育 4 1 为接受过高等教育，0 为其他 5 999 0.024 0.154 616 0.089 0.285

母亲教育 1 1 为未上学，0 为其他 5 962 0.580 0.493 614 0.174 0.379

母亲教育 2 1 为上过小学初中，0 为其他 5 962 0.350 0.477 614 0.539 0.498

母亲教育 3 1 为接受过高中、高职等中等教育，0 为其他 5 962 0.061 0.239 614 0.242 0.429

母亲教育 4 1 为接受过高等教育，0 为其他 5 962 0.008 0.090 614 0.043 0.205

父亲未就业 1 为是，0 为不是 5 933 0.092 0.289 611 0.039 0.194

父亲农业就业 1 为是，0 为不是 5 933 0.478 0.499 611 0.204 0.403

父亲非农就业 1 为是，0 为不是 5 933 0.429 0.495 611 0.756 0.429

母亲未就业 1 为是，0 为不是 5 998 0.143 0.350 614 0.166 0.372

母亲农业就业 1 为是，0 为不是 5 998 0.567 0.495 614 0.258 0.438

母亲非农就业 1 为是，0 为不是 5 998 0.232 0.422 614 0.555 0.497

独生子女 1 为是，0 为不是 6 000 0.103 0.304 616 0.360 0.480

上层 1 为上层，0 为其他 6 000 0.046 0.210 616 0.048 0.215

中上层 1 为中上层，0 为其他 6 000 0.298 0.457 616 0.475 0.499

中低层 1 为中低层，0 为其他 6 000 0.421 0.493 616 0.402 0.490

底层 1 为底层，0 为其他 6 000 0.233 0.423 616 0.073 0.260

个体特征
性别 1 为男性，0 为女性 6 000 0.482 0.499 616 0.531 0.496

民族 1 为汉族，0 为少数民族 6 000 0.928 0.257 616 0.949 0.218
 
 

（四）环境、努力与高等教育获得之间的机制分析。虽然 Roemer 的机会不平等理论被广泛应

用到了各个领域的研究中，但无论哪个领域的研究，学者们都较为一致地认为环境和努力会直

接影响个体的成就，并且认为环境因素和努力程度与个体成就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本文也不

例外，我们也认为环境和努力会对个体高等教育获得产生直接影响，并且环境因素越好、努力程

度越高，则个体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就越大。至于环境与努力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学者则有不

  2019 年第 12 期

•  62  •



同的看法，因此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多数研究认为，努力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

的好坏（Bourguignon 等，2007）。Roemer 和 Trannoy（2016）将其形象地称为：努力受到了环境的

“污染”。正如 Bempechat 和 Shernoff（2012）所说的那样，没有人是在真空环境下成长的，任何人

的行为都会受其所处环境的影响。根据本文环境因素和努力因素的选择，我们认为学龄期个人

努力会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努力因素则不会对环境因素产生影响。例如，我们无法想象个体

14 岁时在教育上的努力程度的差异会影响到其父母的教育程度。但是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

上，我们可以认为环境因素会对努力产生影响。因此，我们认为环境、努力与高等教育获得之间

存在着这样的关系：环境因素会同时影响努力程度和高等教育获得；而努力程度仅会影响高等

教育获得，不会影响环境因素。

（五）研究方法。Roemer（1998）认为个人的成就由环境和努力两类因素决定。也就是说，个

人高等教育获得的数量或质量可以归因于环境和努力两部分，因此可以得到一个简化方程：

P = f (C,E,u) （1）

其中：P 为因变量，即高等教育获得的数量或质量，C 为环境变量，E 为努力变量，u 为残差。然而

一般情况下，个体付出努力的高低都会受环境好坏的影响（龚锋等，2017）。因此如果直接对式

（1）进行估计，可能会产生估计偏差。借鉴已有文献的方法（Jusot 等，2013；Roemer 和 Trannoy，

2016），由以下步骤来考察环境因素和努力因素在高等教育获得的数量或质量中的贡献。

第一，将努力变量回归到环境变量上，如式（2）所示：

Ei = δCi+ ei （2）

êi

其中：Ei 为表示努力的一组向量，Ci 为代表环境的一组向量。残差 ei 为努力变量中由环境因素无

法解释的部分。通过对式（2）进行估计并求出残差 ，借此来得到净努力。

êi P̂第二，将因变量（P）回归在本文选取的环境变量（C）和净努力变量（ ）上，并据此估计出 ，也即：

P̂i = E
(
Pi|Ci; êi

)
（3）

由于因变量为二值离散变量，因此使用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具体模型为：

yi =0, i f y∗i > 0
yi =1, i f y∗i ⩽ 0
y∗i =αCi+βêi+εi, εi ∼ N (0,1)

（4）

其中：yi
*为高等教育获得 yi 的连续型潜变量，为一系列环境和努力变量的方程。正如式（4）所示，

假定残差 εi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则高等教育获得取 1 的概率为：

P (yi = 1|Ci, êi) =Φ (αCi+βêi) （5）

Φ (·)其中：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计分布函数，若观察个体相互独立，则 Probit 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为：

LnL =
∑N

i=1

{
yilnΦ (αCi+βêi)+ (1− yi)

[
ln (1−Φ (αCi+βêi))

]}
（6）

(αCi+βêi)其中：潜变量的线性部分 ，可以用来衡量个体的高等教育状况。因其取值范围为（−∞，

+∞），因此我们通过式（7）将其转换为[0,1]之间，以便之后计算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y2 =
(
y1− ymin)/ (ymax − ymin) （7）

其中：y1 为 Probit 模型的线性预测值，ymax 和 ymin 为相应的最大值和最小值。y2 为调整为连续变量

的高等教育获得的值。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程度的计算，正是基于调整后的高等教育获得 y2 计

算的基尼系数。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中的环境和努力，以及不同环境因素

的相对贡献，还需要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基尼系数进行分解。本文将利用基于回归的 Shapley 分解

法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基尼系数进行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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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与分析

（一）环境因素对个人努力的影响。由于个人努力难免会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为此我们先将

努力变量回归到环境变量，以期得到净努力，即对式（2）进行估计。我们使用 OLS 模型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环境因素对努力的影响

变量 基准组 努力 1 努力 2 努力 3 努力 4 努力 5 努力 6 努力 7

东部
西部

0.166***

（0.038）
0.085**

（0.037）
0.139***

（0.039）
0.158***

（0.039）
0.109***

（0.039）
0.134***

（0.040）
0.099**

（0.040）

中部
0.296***

（0.038）
0.263***

（0.037）
0.294***

（0.040）
0.332***

（0.039）
0.282***

（0.039）
0.321***

（0.041）
0.312***

（0.039）

城乡 城镇
0.274***

（0.043）
0.253***

（0.039）
0.284***

（0.041）
0.254***

（0.042）
0.297***

（0.041）
0.289***

（0.042）
0.265***

（0.042）

父亲教育 2

父亲教育 1

0.274***

（0.037）
0.268***

（0.037）
0.260***

（0.038）
0.247***

（0.038）
0.268***

（0.038）
0.244***

（0.039）
0.291***

（0.038）

父亲教育 3 0.210***

（0.059）
0.258***

（0.052）
0.228***

（0.053）
0.213***

（0.055）
0.249**

（0.054）
0.194***

（0.057）
0.229***

（0.055）

父亲教育 4 0.435***

（0.109）
0.342***

（0.086）
0.289***

（0.088）
0.348***

（0.087）
0.377***

（0.090）
0.238**

（0.096）
0.379***

（0.092）

母亲教育 2

母亲教育 1

0.107***

（0.051）
0.130***

（0.034）
0.146***

（0.035）
0.111***

（0.036）
0.174***

（0.036）
0.169***

（0.037）
0.117***

（0.036）

母亲教育 3 0.126*

（0.074）
0.102*

（0.060）
0.141**

（0.063）
0.033

（0.066）
0.134**

（0.064）
0.176***

（0.069）
0.119*

（0.064）

母亲教育 4 0.055
（0.175）

0.165
（0.113）

0.287**

（0.115）
0.121

（0.120）
0.131

（0.117）
0.238*

（0.125）
0.075

（0.222）

父亲农业就业
未就业

0.950***

（0.051）
1.053***

（0.064）
1.012***

（0.065）
0.937***

（0.064）
0.897***

（0.064）
0.940***

（0.064）
0.897***

（0.063）

父亲非农就业
1.170***

（0.049）
1.290***

（0.061）
1.207***

（0.062）
1.136***

（0.061）
1.141***

（0.061）
1.156***

（0.062）
1.126***

（0.060）

母亲农业就业
未就业

0.280***

（0.046）
0.326***

（0.049）
0.315***

（0.502）
0300***

（0.050）
0.286***

（0.049）
0.307***

（0.050）
0.211***

（0.050）

母亲非农就业
0.313***

（0.046）
0.286***

（0.042）
0.337***

（0.044）
0.292***

（0.044）
0.291***

（0.043）
0.237***

（0.046）
0.197***

（0.045）

独生子女 不是
0.084*

（0.051）
0.093**

（0.040）
0.076*

（0.044）
0.075

（0.046）
0.051

（0.044）
0.077

（0.048）
0.110**

（0.050）

中低层

底层

0.567***

（0.037）
0.553***

（0.040）
0.557***

（0.041）
0.515***

（0.041）
0.509***

（0.041）
0.473***

（0.041）
0.440***

（0.040）

中上层
0.596***

（0.041）
0.571***

（0.043）
0.594***

（0.044）
0.542***

（0.044）
0.538***

（0.044）
0.482***

（0.045）
0.455***

（0.044）

上层
0.671***

（0.073）
0.555***

（0.070）
0.578***

（0.072）
0.544***

（0.074）
0.608***

（0.075）
0.556***

（0.077）
0.543***

（0.071）

性别 女
0.362***

（0.037）
0.388***

（0.027）
0.340***

（0.028）
0.313***

（0.028）
0.338***

（0.035）
0.332***

（0.029）
0.371***

（0.028）

民族 少数民族
1.375***

（0.048）
1.414***

（0.066）
1.370***

（0.068）
1.309***

（0.065）
1.362***

（0.065）
1.235***

（0.067）
1.340***

（0.064）

样本量 5 892 5 892 5 893 5 893 5 893 5 892 5 893

Pseudo R2 0.919 0.927 0.9201 0.910 0.914 0.904 0.905

　　注：表中列出的是回归系数，（）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表 2 结果显示：（1）环境因素对各努力因素估计的拟合值 R2 均大于 0.9，说明环境因素对个

人努力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和解释力。（2）在三大地区中，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个人在教育上投入

的努力都要高于西部，而其中中部地区个体投入的努力最多，这可能是与中部地区尖锐的教育

供求矛盾有关，致使个体争取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十分激烈，迫使中部地区的个体不得不投入

更多的努力。（3）相对于城镇，农村个体普遍在教育上投入更多的努力。（4）整体看，高教育程度

的父母，其子女在学习中投入的努力也相应较多。一般而言，学历越高的父母对其子女的教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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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也越高，因为他们自身就是教育的受益者，这使学历较高的父母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监

督、帮助子女进行学习，进而表现为子女在学习上投入的努力就更多。（5）父母的就业状况对个

体在学习中投入的努力有着显著影响。相对于父母未就业，父母就业的家庭子女在教育过程中

投入的努力更多。（6）家庭层级较高的个体在学习中投入的努力也相对更多。究其原因，一方

面，可能是家庭层级较高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较高，因此会更加督促子女努力学习；另一

方面，家庭层级较高的个体本身的教育期望也会比较高（吴愈晓和黄超，2016），为此个人也会有

更多的动力在学习中投入更多的努力。（7）整体来看，男性在教育上的努力程度高于女性，汉族

在教育上的努力程度高于少数民族。

上述分析表明，环境对努力有显著影响。根据 Roemer 的机会不平等理论，受环境影响的努

力所造成的结果差异，仍然属于环境因素的作用。因此，在考察努力因素在我国高等教育获得中

的相对贡献时，有必要剔除努力中受环境因素影响的部分。

（二）环境因素和努力因素在高等教育获得数量中的作用。首先，在式（2）回归的基础上求得

净努力，并通过 Probit 模型对式（3）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表 3 结果显示，除了部分努

力变量、14 岁时母亲就业情况和民族不显著

外，其他变量对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影响大

多都在 1% 水平上显著，并且回归结果表明：

（1）总体来看，个人增加在学习中的努力投入

量，终归是有助于提高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

概率。（2）与西部地区个人相比，中部地区的

个人则处于劣势，而东部地区的个人在高等

教育获得数量的竞争中处于优势。结合表 2
的结果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中部地区的

个体更加努力，但反而在高等教育获得机会

竞争中最为不利？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中部地

区既没有东部地区的教育资源优势，同时又

不具备西部地区的政策优势，因此就产生了

这种“塌陷”现象。（3）相对于农村，城镇居民

有更大的概率获得高等教育。（4）父母教育程

度与个体高等教育获得机会之间存在较为明

显的正相关关系，表现出了明显的教育代际

传递现象。（5）学龄期父亲就业有助于提高个

体获得高等教育的概率。（6）独生子女在高等

教育获得中具有更大的优势，这可能是因为

相对于有兄弟姐妹的个人，独生子女能够享

受家庭中更多的资源。（7）较高社会层级的个

人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要大于处于底层的个

人。（8）在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竞争中，男性仍

然具有一定的性别优势。

由表 4 可见，在全样本中，高等教育获得

数量的不平等程度为 0.182。其中：努力因素

对 高 等 教 育 获 得 数 量 不 平 等 的 绝 对 贡 献 为

0.039，约占 21.4%；而环境因素的绝对贡献为

表 3    环境和努力对高等教育获得数量的 Probit
回归结果

变量 基准组 系数

努力因素

努力 1^

无

0.121***（0.079）

努力 2^ 0.016（0.090）

努力 3^ 0.129***（0.080）

努力 4^ 0.002（0.064）

努力 5^ 0.138***（0.070）

努力 6^ −0.011（0.055）

努力 7^ 0.102***（0.062）

环境

因素

宏观环

境变量

东部
西部

0.209***（0.067）

中部 −0.265***（0.077）

城乡 城镇 −0.194***（0.060）

家庭环

境变量

父亲教育 2

父亲教育 1

0.182**（0.080）

父亲教育 3 0.543***（0.097）

父亲教育 4 0.463***（0.148）

母亲教育 2

母亲教育 1

0.472***（0.071）

母亲教育 3 0.850***（0.101）

母亲教育 4 0.989***（0.215）

父亲农业就业
未就业

0.216（0.131）

父亲非农就业 0.239**（0.119）

母亲农业就业
未就业

−0.051（0.094）

母亲非农就业 0.061（0.075）

独生子女 不是 0.665***（0.068）

中低层

底层

0.189**（0.087）

中上层 0.254***（0.087）

上层 −0.044（0.141）

个体

特征

性别 女 0.229***（0.052）

民族 少数民族 −0.010（0.115）

样本量 5 890

Pseudo R2 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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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3，即高等教育获得数量的机会不平等程

度约为 0.143，约占总体不平等程度的 78.6%，

说明环境因素在高等教育获得数量中的相对

贡献更大。

为了更为细致地研究不同环境因素在总

体环境因素中的相对重要性，我们在具体的

分解过程中，将环境因素分为区位因素、家庭

文化因素、家庭经济因素和个人特征，其中区

位因素包括城乡和地区；家庭文化因素包括

父母的教育程度；家庭经济因素包含了 14 岁

时父亲和母亲的就业情况、是否为独生子女

以及 14 岁时家庭所处层级；而个体特征则包

括性别和民族，具体分解结果见表 5 所示。在

环境因素中，家庭文化因素对高等教育获得

数量的贡献最高（36.36%），其次是区位因素

（25.17%）、家庭经济因素（23.78%）和个人特征

（14.69%）。

不同年代中，环境和努力因素在高等教育获得数量的相对贡献以及不同类别环境因素在其

中的贡献的 Shapley 分解结果分别列于表 6 和表 7。

由表 6 结果可见，高等教育获得数量的不平等程度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通过对比五个年

龄段的结果，可以发现：总体来说，高等教育获得数量的不平等程度在不断缩小，但努力因素的

贡献与环境因素相比始终不占优势，甚至环境因素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不断增大的趋

势。那为何努力因素的贡献在 60 年代低于前后两个阶段呢？我们认为是由于出生于 60 年代的

个体，受“文革”的影响，大部分人学习知识的热情和动力不足所致。表 7 结果表明，高等教育获

得数量的机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幅度较小（从 0.110 下降至 0.108），说明我国高等教育获得数量

表 4    环境和努力因素的 Shapley 分解结果

全部样本

变量 绝对值 相对贡献率

努力因素 0.039 21.42%

环境因素 0.143 78.58%

Gini 0.182 100.00%

样本量 5 890

表 5    不同环境因素占总体环境因素的比重

全部样本

环境变量 绝对值 相对贡献率

区位因素 0.036 25.17%

家庭文化因素 0.052 36.36%

家庭经济因素 0.034 23.78%

个人特征 0.021 14.69%

IOp 0.143 100.00%

样本量 5 890

表 6    不同时期环境和努力因素在高等教育获得数量中的 Shapley 分解结果

40s 50s 60s 70s 80s

变量 绝对值 相对贡献度 绝对值 相对贡献度 绝对值 相对贡献度 绝对值 相对贡献度 绝对值 相对贡献度

努力因素 0.056 33.92% 0.051 29.31% 0.030 19.73% 0.031 22.46% 0.025 18.80%

环境因素 0.110 66.08% 0.123 70.69% 0.122 80.27% 0.107 77.54% 0.108 81.20%

Gini 0.166 100.00% 0.174 100.00% 0.152 100.00% 0.138 100.00% 0.133 100.00%

样本量 679 1 122 1 418 1 332 985

表 7    不同时期不同环境因素占总体环境因素的比重

40s 50s 60s 70s 80s

变量 绝对值 相对贡献度 绝对值 相对贡献度 绝对值 相对贡献度 绝对值 相对贡献度 绝对值 相对贡献度

区位因素 0.034 30.91% 0.040 32.52% 0.036 29.51% 0.044 41.12% 0.034 31.48%

家庭文化因素 0.018 16.36% 0.024 19.51% 0.043 35.35% 0.023 21.50% 0.024 22.22%

家庭经济因素 0.033 30.00% 0.025 20.33% 0.023 18.85% 0.022 20.56% 0.038 35.19%

个体特征 0.025 22.73% 0.034 27.64% 0.020 16.39% 0.018 16.82% 0.012 11.11%

IOp 0.110 100.00% 0.123 100.00% 0.122 100.00% 0.107 100.00% 0.108 100.00%

样本量 679 1 122 1 418 1 332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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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平等程度虽然在减小（从 0.166 下降至 0.133），但是机会不平等的改善程度较为有限。此外，

不同环境因素对高等教育获得数量的机会不平等的相对贡献有如下特点：（1）区位因素始终是

高等教育获得数量机会不平等中贡献较大的环境因素，并且 70 年代后区位因素的相对贡献有所

提高，这可能与我国先东部、后中西部，先城市、后农村的发展战略有关。（2）从整体看，家庭文化

因素，即父母教育程度在环境因素中的相对贡献逐步增大，由 40 年代的 16.36% 上升到 80 年代

的 22.22%，反映出我国教育的代际传递程度越来越高。另外，比较特殊的依然是 60 年代中家庭

文化因素的相对贡献异常高，达 35.35%。为何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这与努力的作用在这一

时期特别小的原因相似，受当时环境的影响，学校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缺失，此时家庭教育

就成为了学校教育的必要补充，使得家庭教育的作用得到了放大，因此表现为这一时期家庭文

化因素相对贡献较高。（3）家庭经济因素的相对贡献在 70 年代之前呈不断下降趋势，这可能与

我国早期的政府干预分不开，如减免各级教育学费、为学生提供资金援助等，较为有效地降低了

家庭经济因素与个人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李春玲，2003），而 70 年代之后其相对贡献明显提高，

则可能是与我国教育逐步市场化有关（冯建军，2008）。（4）个体特征对高等教育获得数量机会不

平等的贡献在不断减小，从 22.73% 下降至 11.11%。也就是说，性别和民族在高等教育获得中的

作用越来越小，表明我国对性别和民族差别的处理在不断优化。

一般来说，相对于推荐制，全国统考可能更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因为相对而言，考试制度

的评价标准更为客观。由表 6 的结果可见，出生于 50 年代群体的高等教育获得数量的不平等程

度，不仅高于 60 年代，甚至高于 40 年代，并且这一阶段高等教育获得数量的机会不平等程度也

是最高的，而出生于 50 年代的群体恰恰是经历了取消全国统考的制度变革时期，这部分验证了

全国统考更容易实现教育公平的观点。同时我们发现，虽然出生于 60 年代的群体基本经历了全

国统考，可是相比于没有统考的 50 年代群体，其高等教育获得数量的机会不平等程度下降较慢，

我们认为这可能是 1966 年至 1977 年间高校停止招生，积累了大量生源造成的结果。高校扩招

政策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获得高等教育，但是这些增加的机会被分配给了怎样的群体，在政策实

施以前是不得而知的。从 70 年代和 80 年代出生群体的高等教育获得数量的结果对比看，努力

因素在高等教育获得中的作用进一步下降，而环境因素的比重进一步上升。但我们认为这种下

降趋势并不是高校扩张导致的结果，高校扩张只不过是没能逆转努力在高等教育获得中的劣势

而已。根据已有研究，我们认为可能是由于 60 年代和 70 年代出生的个体是创业的一代，而到了

80 年代出生的一代，家庭差距已经显现，并且开始形成一定的阶层，使环境因素的差异进一步拉

大，从而抑制个人努力在高等教育获得中的作用，最终导致 80 年代开始出现弱势群体“读书难”

问题（龚锋等，2017），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高校扩招的政策福利并没有平等地分配到不

同的群体（罗楚亮和刘晓霞，2018）。

（三）环境因素和努力因素在高等教育获得质量中的作用。由于高等教育的质量在不同学校

间存在较大差距，所以这里我们重点研究高等教育获得质量问题。表 8 和表 9分别展示了总体样

本中，努力和环境因素在高等教育获得质量中的相对贡献及不同环境因素所占比重。为了便于

比较分析，我们将高等教育获得数量的对应

结果也一同列于表 8 和表 9。

由表 8 结果可见，与高等教育获得数量

的结果相比，高等教育获得质量的不平等程

度和机会不平等程度均低于高等教育获得数

量 ， 表 明 优 质 高 等 教 育 资 源 的 分 配 较 为 公

平。另外，虽然环境因素在高等教育获得质

量中依然贡献较大，但是努力因素的相对贡

表 8    高等教育获得质量中环境和努力因素的
Shapley 分解结果

高等教育获得质量 高等教育获得数量

变量 绝对值 相对贡献度 绝对值 相对贡献度

努力因素 0.030 30.93% 0.039 21.14%

环境因素 0.067 69.07% 0.143 78.86%

Gini 0.097 100.00% 0.182 100.00%

样本量 607 5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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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大为提高。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我们

认为这主要是在高等教育获得质量中，大多

数个体具有相似的环境特征。在环境特征相

似的情况下，个人努力的作用就变得相对重

要，这也验证了上文的想法。从这一结论出

发，我们得到了一个较为悲观的结论：在高等

教育获得中，努力更多的是在相近或相同阶

层内部起作用，而很难在不同阶层中产生影

响，这同时也说明了为不同背景个体创造相

似的学习和竞争环境的重要性。由表 9 结果

发现，在高等教育获得质量中，家庭文化因素依然是最为重要的环境因素，但同时也发现家庭经

济因素成为了个体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重要依托。

在不同阶段中高等教育获得质量的不平等程度和各环境因素的 Shapley 分解结果又将如

何？考虑到样本量的局限性，我们主要考察三个时期：出生于 60 年代的群体（60s）、出生于 70 年

代的群体（70s）和出生于 80 年代的群体（80s）。如表 10 所示，相对于同时期高等教育获得数量，

在高等教育获得质量中努力因素所占比重较大，虽然仍没有环境因素的贡献大。另外，表 10

表现出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不同于表 6 中高等教育获得数量的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在 60s 至

70s 呈现出较大的下降趋势（分别从 0.152 和 0.122 下降至 0.138 和 0.107），高等教育获得质量无

论是总体不平等还是机会不平等都在 60s 至 70s 呈大幅上升趋势（分别从 0.112 和 0.094 上升至

0.141 和 0.106），这表明这一时期普通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不平等状况得到了改善，但是优质高等

教育仍然由拥有较好背景的个体所掌握。此外，表 11 表明：（1）在高等教育获得质量上，家庭文

化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依然是十分重要的环境因素。（2）不像高等教育获得数量，地区因素在高等

教育获得质量上的贡献呈现下降趋势，并且在 80 年代时已经成为影响最小的环境因素。（3）个

人特征的作用相对较大，说明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性别和民族上的分配还有待改善。

表 10    不同时期高等教育获得质量中环境和努力因素的 Shapley 分解结果

60s 70s 80s

变量 绝对值 相对贡献度 绝对值 相对贡献度 绝对值 相对贡献度

努力因素 0.018 16.07% 0.035 24.82% 0.041 32.80%

环境因素 0.094 83.93% 0.106 75.18% 0.084 67.20%

Gini 0.112 100.00% 0.141 100.00% 0.125 100.00%

样本量 87 188 317

表 11    不同时期不同环境因素占总体环境因素的比重

60s 70s 80s

变量 绝对值 相对贡献度 绝对值 相对贡献度 绝对值 相对贡献度

区位因素 0.014 14.43% 0.018 16.98% 0.016 19.05%

家庭文化因素 0.019 19.59% 0.023 21.70% 0.023 27.38%

家庭经济因素 0.031 31.96% 0.040 37.73% 0.027 32.14%

个人特征 0.030 30.91% 0.025 23.58% 0.018 21.43%

IOp 0.097 100.00% 0.106 100.00% 0.084 100.00%

样本量 87 188 317

表 9    不同环境因素占总体环境因素的比重

高等教育获得质量 高等教育获得数量

环境变量 绝对值 相对贡献度 绝对值 相对贡献度

区位因素 0.014 20.90% 0.036 25.17%

家庭文化因素 0.026 38.81% 0.052 36.36%

家庭经济因素 0.015 22.39% 0.034 23.78%

个人特征 0.012 17.90% 0.021 14.69%

IOp 0.067 100.00% 0.143 100.00%

样本量 607 5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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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通过对比出生于 70 年代与出生于 80 年代的群体的高等教育获得质量中环境和努

力因素的 Shapley 分解结果，可以进一步分析高校扩招政策如何影响高等教育获得质量。由

表 10 可见，高校扩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高等教育获得质量的不平等程度，并且努力因素的相

对贡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而环境因素的整体贡献则有所下降。为何高校扩招不能有效提

高个人努力在高等教育获得数量中的作用？这可能是由于教育扩张的政策福利会有一个普及的

次序，先是上层阶层或优势群体，然后依次往下。只要还存在未获得教育的优势群体，教育不公

平就不会随着教育扩张而缓解（Raftery 和 Hout，1993），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最大化维持不

平等”假说。而为何高校扩招能够提高努力因素在高等教育获得质量中的作用？我们认为可能

是由于较为优质的高校的扩张规模相对有限，因而高校扩招政策无形中加剧了优质高等教育的

竞争，同时又由于高等教育获得数量上的竞争类似于一个筛子，已经根据不同的环境类型对个

体进行过一次筛选，而在竞争较为优质的高等教育机会时，个体背景的差异较小，最终导致努力

因素的贡献变得相对突出。

（四）稳健性检验。

1.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稳健性检验。虽然我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获得问题，

但是一方面，仍然缺乏对环境、努力、高等教育获得三者之间路径的整体性把握；另一方面，上文

对高等教育数量和质量的研究是分开的，为此我们构造了一个新指标−高等教育获得（数量

和质量），用于比较分析。该指标将未接受高等教育赋值为 0，接受普通高等教育赋值为 1，接受

优质高等教育赋值为 2。图 1 展示了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环境和努力对高等教育获得（数量和

质量）的结果。环境和努力作为潜变量，分别由上文中的环境变量和努力变量的可观测变量产

生。为了能够在一张图中表现出来，我们将一些环境变量进行了简化或合并，并且努力变量也是

剔除环境影响之前的变量。其中 e1 至 e19 为残差；箭头上方的数字为路径的估计值，并且经过

标准化处理；变量右上角的数字表示变量的方差。模型的拟合结果显示：GFI 以及 RMSET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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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环境和努力对高等教育获得影响的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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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0.965（>0.9）和 0.79（<0.8），表示模型的适配度较好，说明路径设计较为合理。由图 1 可见，

环境对高等教育获得（数量和质量）的影响路径有两条：一是通过努力的中介作用，二是直接作

用。其中中介作用的大小约为 0.25*0.04，直接作用约为 0.35。而努力对高等教育获得（数量和质

量）的路径估计值约为 0.75*0.04。可见，在高等教育获得上，环境的作用要高于努力的作用。此

外，该拟合结果中除了父亲教育不显著外，其他路径均在 5% 水平上显著，并且除了社会阶层以

外，所有因素对高等教育获得的估计符号均与表 3 相同，而社会阶层符号相反的原因，主要是在

原始数据中数值越大则社会阶层越低，在未经调整顺序的情况下，负值是符合预期的。因此，本

文的研究结论是可靠的。

2. 减少环境变量个数的稳健性检验。本文研究结论是否受环境和努力的变量的相对数量的

影响？参考 Jusot 等（2013）的做法，我们通过减少环境因素的数量，来重新考察环境和努力在高等

教育获得数量和质量中贡献的大小。分别考察以下五种情况−只考虑宏观环境因素（SA1）、

只考虑家庭经济因素（SA2）、只考虑家庭文化因素（SA3）、只考虑父亲因素（SA4）、只考虑母亲因素

（SA5），具体结果如表 12 所示。
 

表 12    减少环境因素数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高等教育获得数量 高等教育获得质量

环境因素 努力因素 Gini 环境因素 努力因素 Gini

基准
绝对值 0.143 0.039 0.182 0.067 0.030 0.097

相对贡献 78.86% 21.14% 100.00% 69.07% 30.93% 100.00%

SA1
绝对值 0.160 0.056 0.216 0.073 0.067 0.140

相对贡献 74.07% 25.93% 100.00% 52.15% 47.85% 100.00%

SA2
绝对值 0.136 0.059 0.195 0.069 0.057 0.126

相对贡献 69.74% 30.26% 100.00% 54.77% 45.23% 100.00%

SA3
绝对值 0.149 0.074 0.223 0.068 0.075 0.143

相对贡献 67.26% 32.74% 100.00% 47.56% 52.44% 100.00%

SA4
绝对值 0.149 0.065 0.214 0.052 0.069 0.121

相对贡献 69.63% 30.37% 100.00% 42.98% 57.02% 100.00%

SA5
绝对值 0.154 0.064 0.218 0.073 0.073 0.146

相对贡献 70.64% 29.36% 100.00% 50.00% 50.00% 100.00%
 
 

由表 12 结果可见：（1）高等教育获得质量的总体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程度均低于高等教育

获得数量，与上文的结论相符。（2）在高等教育获得数量上，无论是总的不平等程度，还是环境因

素和努力因素的相对贡献的波动都较小，说明环境因素的贡献大于努力因素这一结论是比较可

靠的，并不会过分受环境因素和努力因素数量的影响。（3）努力对高等教育获得质量的贡献要大

于其对高等教育获得数量的贡献，这意味着越是较高层级的绩效差异，越需要个人的努力。这一

结论与前文分析一致，说明结论是稳健的。然而我们发现，在高等教育获得质量上，环境因素和

努力因素的贡献波动相对较大，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在高等教育获得质量的竞争中，环境因素内

部的不同组成部分的贡献差异较大，因此考虑不同环境因素时存在较大波动在情理之中；二是

由于高等教育获得质量部分的样本量相对较少，因此可能会对变量选择较为敏感。这也启示我

们，本文得到的努力因素在高等教育获得质量中的贡献存在被低估的可能性。但就目前可获得

的数据看，在高等教育获得质量上，环境因素的贡献要稍大于努力因素。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包含学龄期努力指标的 2008 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在机会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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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分 析 框 架 下 ， 利 用 Gini 系 数 测 算 了 我 国 高 等 教 育 获 得 数 量 和 质 量 的 不 平 等 程 度 ， 运 用

Shapley 方法研究了努力和环境因素对我国居民高等教育获得数量和质量的相对贡献及其长期

趋势，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增减变量的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1）与努力因素相

比，环境因素不论对高等教育获得的数量还是质量的贡献都相对更大，说明我国高等教育获得

仍然存在一定的机会不平等问题。（2）努力因素在高等教育获得质量中的作用大于其在高等教

育获得数量中的作用。（3）在环境因素中，家庭文化因素、家庭经济因素以及区位因素在高等教

育获得数量和质量中的作用都较为明显，其中家庭文化因素的影响最大，并且家庭文化因素在

高等教育获得质量中的作用更大。从区位视角看，中部地区的群体在高等教育机会竞争中处于

劣势。（4）通过不同年龄组的对比分析，发现全国统考制度比推荐制度更有助于高等教育公平的

实现，而高校扩招政策的福利并未公平地分配到不同群体当中。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获得数量和质量的公平程度，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

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财政支出倾斜，缩小城乡和地区间的基础教育资源差异，为高等教育公

平打下基础。第二，加强对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提供更多的公共教育资源，要进一

步完善义务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消除义务教育资源获得的不公平，打破“只有买天价学区房才

能获得优质资源”等类似的教育资源配置格局。第三，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进一步建立健全个人所得税制度和财产税制度，探索开征遗产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补助水平，

以期缩小不同个体的家庭背景的差距。第四，完善高考制度，公共财政支持的高等教育资源应更

注重公平。在不改变考试择优选拔的基础上，公立大学的招生指标应该适当向弱势群体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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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mstances or Efforts? A Study on the Inequality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in the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Jin Zhenzhong1,  Yan Binjian2,  Wang Liang3

(1. School of Government Audit,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00,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3.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Summary: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2008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 2008），which includes
the indicators of school-age effort，this paper uses Gini coefficient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inequality i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under the framework of opportunity inequality analysis，and
uses Shapley decomposition to study the factors of circumstances and efforts on the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and its long-term trend are tested by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the method of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variabl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Firstly，compared with effort factors，circumstance factors contribute more to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high-
er education，which shows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unequal opportunitie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Secondly，effort factors play a greater role in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acquisition than in the quantity of
higher education acquisition. Thirdly，among circumstance factors，the family cultural factor，the family eco-
nomic factor and the location factor play an obvious role i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among which the family cultural factor has the greatest impact，and plays a greater role in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tion，the groups in the central region are at a disadvantage in the com-
peti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Fourthly，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it is found that the national unified examination system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
tion equity than the recommendation system，while the welfare of university enrollment expansion policy is
not fairly distributed among different groups.

Key words: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circumstance factors； effort factors； opportunity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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